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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情意教育」加「統整課程」的行動研究

從五倫論儒家倫理觀的主體性
江美華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
（收稿日期：2001年05月16日；接受刊登日期：2001年09月19日）

摘  要

儒家的倫理觀，是實踐之知，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深遠。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中國為「倫理本位」的社會，從家庭倫理開展出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五倫。本文從五倫的內涵討論，進一步分析五倫關係對「個人」的影響。在中國社會，家庭、家族以及上下關係對個人的影響甚巨，五倫之中每個人有相對的身分與職責、權利、義務，以及德行上的要求，因此，在五倫關係中，每一個「個人」的主體性可稱之為「互為主體性」。
倫理觀影響每一個人的生活態度，也是形成社會特質的重要因素。五倫在歷史的發展中有優點亦有缺失，作者將在文中逐一說明。再者，現今已不再是以家族親友為主的社會，吾人所面對的生活情境較以往複雜，宜從傳統倫理思想出發，重新思考新的態度，不違背中國人的倫理觀，同時能切合新的時代。                                            

本文提出，擴大五倫的範圍，以尊重與關懷對待他人，肯定自己主體性的同時，亦肯定他人的主體性，則傳統五倫的實踐之知將更具意義。
關鍵詞：五倫、主體性、互為主體性
前 言
儒家的倫理觀對中國人的生活影響深遠，此倫理觀不僅是思想、是實踐之知（practical wisdom），亦是維繫中國人生活秩序的根源。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中國為「倫理本位」的社會，家庭本位並非適當的名詞，唯有倫理本位才能「顯示出中國社會間的關係而解答了重點問題。若說家族本位既嫌狹隘，且偏在一邊」
，中國人的倫理關係以儒家主張的五倫為主，五倫關係亦可稱為倫常，與中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標示每一個人在家族、社會、國家的地位，以及德行上的要求。
梁漱溟亦認為宗教問題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嶺，西方是以宗教為發展中心，中國則是以周孔教為發展中心。中國逐漸形成以倫理為本位，重視家族家庭生活的文化體系；西方則因基督教而「轉向大團體生活，而家庭以輕，家族以裂」
。在二十世紀初言宗教是西方人生活的重心大致是對的，但言「家族以裂」，則不盡是事實。然而梁先生以宗教及倫理是中西文化基本區別所在，確實點出重心。中國人的倫理關係在五倫之中是互為主體性，每一個個人是生活在相對關係的家庭與社會網絡之中，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相對身分與職責，有相對的權利與義務，以及相對的德行要求。
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既深且廣，即使在歷史上儒家的地位有起有落，但是儒家所主張的人倫關係卻根深蒂固的貫穿自古至今中國人的生活，即使主張自然自適的道家，也認為上下君臣關係、家庭的父子關係仍是無可奈何必須接受的事實。以莊子為例，在〈人間世〉裡借孔子之口道出人生的網絡，父子、君臣是兩種逃不出的關係：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父子、君臣是人倫的基本，一是個人生命的起源，由此發展出個人的血緣、家族關係；一是無法逃脫的社會現實，每個人是身處於君臣上下關係之中。儒家重視人與人的關係，五倫的確立是以家庭與國家兩種範圍為基礎，設計出每個人的倫理定位。
儒家倫理觀以及在中國社會所佔的地位與影響，時為學者所討論，儒學現今仍是學術界所重視的課題，本文嘗試以實踐之知的觀點，以五倫為主，討論儒家倫理思想中「個人」的主體性。
一、五倫的內容
五倫是儒家倫理思想的重心，本節以釋義為先，分析五倫指涉的範圍以及德行的要求。
(一) 倫
《說文解字》釋「倫」字曰： 「倫，輩也。從人侖聲。一曰道也。」「侖」字，《說文解字》釋曰：「侖，思也。」此外「侖」字在「龠」字中亦提及，許慎解釋字義為：「侖，理也。」
。
就字義而言，「倫」有「輩」、「道」、「思」、「理」等義。「倫」在經書中出現多次，其義多指規律次序、倫常一定的法則以及人倫。

在「五倫」一詞中，「倫」是指人與人的關係，此關係是有理可尋，有道理，亦是可以實踐的方法。

(二) 五倫
1、五典、五品
五倫是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在經書中未見「五倫」一詞， 但有「五典」、「五品」，「五倫」的出現當與此二者有關，此舉「五典」、「五品」與倫常有關的內容如下。

五典：

《尚書．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五品：

《尚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孔安國《傳》說明五典的內容是：「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此段說解有所本，與《左傳》文公十八年五教內容雷同。「五典」、「五品」、「五教」在孔穎達《尚書正義》的內容一致，孔穎達並解釋詞義的關聯：「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一事也。一家之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是謂五典。」

五品，在孔安國《傳》謂為「五常」，孔穎達《正義》說明：「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此是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為五常。
就前述孔安國《傳》及孔穎達《正義》而論，「五典」即是「五常」，「五典」、「五品」、「五教」意指一事，「五典」、「五品」亦是同義詞，此有值得商榷之處，由於《尚書》是一本文字簡潔的古典，同一篇文告之中「五典」、「五品」兩詞指向相同的內涵，當有可疑，然而在《尚書》中不見更詳明的段落，此僅能列舉諸家之說以見源頭。

上所舉之「五典」、「五品」或「五常」，所指的人際關係皆限於家庭之中，且是父母與子(女)、兄與弟的德行要求，與五倫的意義不盡相符。後出的五倫關係多了夫婦、君臣及朋友 
， 雖然五典與五品的內容未涵攝所有的五倫關係，但是家庭的組成不外夫婦、父子、兄弟，家庭倫理建立在先，而後自家族關係延伸至君臣、朋友關係應是合理的發展。

2、五倫
在典籍中較明確指向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者，當是《孟子．滕文公》與《禮記．中庸》，以下列出二書有關人倫與五倫的重要部分。
《孟子．滕文公》言：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孟子．滕文公》言：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離婁下》言：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禮記．中庸》言：
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滕文公〉篇「人之有道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一段說明人類文明進展的重要階段，其意義有四：一、人倫的形成是出於聖人舜的體認，為了使人於衣食飽暖之餘能異於禽獸，則須有人倫之教，此與《尚書．舜典》的內容一致。二、人倫是由當時的教育長官契開始教導百姓。三、「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人倫的內涵 
，較《尚書》多出了夫婦、君臣、朋友三者。四、《孟子》此段有關人倫的文句，各家註解一致，認為即是五倫。由於《孟子》中有「使契為司徒」一語，是最早將契與五倫並列的典籍，此當是後世註解《尚書．舜典》中「五典」為五倫的理由。

上述五倫發展的緣由，仍有值得討論之處，理由在社會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蹴而成，法律條例的制定在君王時代可以由一人或少數人決定，透過政治與行政體系施及百姓，但是社會制度與家族體制的形成，則難由一二人決定，應是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漸形成倫理社會，所以不是由一時一地一人所能完成。在古籍中，某一制度或事物的發明常是出於某一時代某一人，一般多歸功於聖主明君，此類說法多有待考證 
。家庭、家族、國家的建立當早於儒家的形成，宗法社會亦是在儒家建立理論之前已有，為因應實際生活範圍的需要以及政治環境，以家族為主的人倫關係必需擴展，是以由基本人倫推廣，有朋友之道；由父子、尊卑關係延伸，有君與臣、官吏與百姓、天子與庶人的上下關係。儒家思想是經由長時期的蘊育，將家族與社會國家在道德實踐上緊密結合，加之主政者的重視與推行，始深入中國人的生活，成為傳統中國文化一項重要的特色。

每個人必然是家庭、家族、社會、國家網絡的一員，倫常是中國人自幼的生活規範。每個人的角色是置於家庭、家族、國家之中來權衡德行的要求與標準，個人需在相對關係中盡本分，始能維繫一和諧的「大我」，同時和諧的「大我」可保障「小我」(家族、家庭或個人)的生命與平安的生活，在此前題之下，五倫中「個人」的主體性是值得討論的課題。

大團體和諧安寧的基礎在個人，故而每個人的根本修養不可輕忽，儒家學說中個人修養的工夫於經典之中敘述甚詳，以《禮記．大學》為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這是以治國者為例，也是對君子（知識分子）的要求。大我的完善須以個人為出發點，致知、誠意、正心是基本的修養方法，個人完成德行的要求後，才能發展安康和樂的家庭，君子家齊之後方可參與治國，如此〈禮運〉篇大同太平之世始有可能，此一系列完整的儒家倫理、社會政治思想與實踐方法，透過五倫的教化深入民間。儒家人倫觀在歷代政治上是帝王從未反對的價值體系，經由家庭教育、學校、書籍傳遞，以及政治上的提倡與鼓勵(或是強制)，遂為中國人數千年來深入民間的倫理規範，成為中國人性格的深層結構。

二、五倫的實踐方法
儒家的五倫，是人人皆需身體力行的行為準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需遵行，由家庭中的孝悌之行推至國家，可以做到「孝慈則忠」
，所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在行為實踐上，最早記載五倫內容的是《孟子‧滕文公》，孟子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是簡要的綱領，其中分項的實踐方法，在經籍中可得，以下分五項敘述，說明儒家針對人倫在德行上的要求。家庭初始源於夫婦，是以先夫婦、次父子，再及兄弟、朋友、君臣。
(一)夫婦有別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相處之道，以和為貴
，夫妻和睦，始能天長地久。儒家認為家齊是國治天下平的基礎，夫妻來自不同家庭，相處以「和」，其他人倫得以推展。

孟子言「夫婦有別」，此固然是指男女有別、內外有別，相互對待的態度亦有差別。《禮記．禮運》言「夫義、婦聽」
 即是女子于歸之後，事夫之道以順為德，此與《禮記．郊特牲》「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的意義相近，《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言「夫和而義，妻柔而正」義亦雷同。雖然人倫源於夫婦之道，但是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會，「夫義」不是「婦聽」的必要條件，和睦的夫妻關係，實際是建立在「婦聽」的基礎上，亦即妻子以順為道，以順為德。《禮記．昏義》言女子婚前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婚前教育僅及於女子，理由固然是在女子出嫁之後始具宗法地位，且遷居新家族之中，先學禮儀助於適應新環境，另一方面亦是學習事夫之道，是以婚姻關係中，女性自始即需謹慎應對。

《荀子．君道》論為人妻之道亦可以為「婦聽」作註，篇中言「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夫妻關係，若是夫義，則婦自慶幸；夫不義，則婦仍以順為德，為人妻的地位實不如為人子
，人子尚且可以勸諫父母，地位顯然勝過為人妻者
。女性的社會地位始終是以在宗法中的身分來權衡，夫在世，是依附其夫在宗族中的地位而定。

(二)父義母慈子孝
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親子關係，孟子主張「父子有親」，此處雖只稱「父」，當可視為父母之意，「有親」是父母與子女之間雙向的關係，「有親」意為親愛之情。父母如何愛護子女，在《左傳》文公十八年言父母與子女之間需做到的德行是「父義、母慈、子孝」，《尚書．文侯之命》亦可見「父義」一詞。除了「父義」，在經書中亦有「父慈」一語，《禮記．禮運》言「父慈」是十義之一，其中缺母親一項，母親對子女的態度當是含在「父慈」之中。又《左傳》隱公三年、昭公二十六年皆有「父慈子孝」一語，經書中稱為之「義」或「慈」當是出於選字的關係，是同義異字。從前述引文觀察，凡是使用「父慈」一詞的，是因為文中已先提及「義」字
，故採用「父慈」二字。「母慈」亦僅出於《左傳》文公十八年。

大體而言，經籍中未針對母子相處之道多做論述，對父親在德行上要求的內容亦不多，如《論語．微子》篇說明父親必須做到像個父親的樣子（「父父」），否則是「父不父，子不子」，又《論語．子路》篇言「父為子隱」以及孔子教子學詩、學禮數章
。反之論述子女孝順父母的篇章則是人倫中最多見者。
孝是《論語》討論的主題之一，《禮記》中相關文字亦多，對於為人子女如何孝順父母，記之甚詳 
。孔子認為對父母盡孝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無論是父母在世或身後，為人子者應盡孝道，以下分別就養親、順親敬親、顯親三項各舉數例以見梗概。
 

1. 養親

養親是孝順父母的基本，《孟子．離婁下》中有一段可以說明時人對於孝的觀念，言人子應注意自身安危，努力奉養父母使其衣食無虞，關懷父母健康，以享天年，這是孝道的起碼工夫。文曰：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財貨，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在《論語．學而》言「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又〈為政〉言「父母唯其疾之憂」，亦是說明養親的態度宜細心盡力照顧。
2. 順親、敬親

奉養父母孔子不認為是難事，尊敬順服才是真正的孝順，如《論語．為政》記載：「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如〈里仁〉載「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孔子或是有感而發，為人子者，成人之後對父母易犯不敬不順的缺失，或自以為是，故特別強調順親敬親，即使父母有所疏失，也應委婉表達，不可堅持己見。孟子對順服父母的主張包括婚姻對象，〈滕文公下〉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隨，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婚姻之事應經由父母同意，此當與其時的民情相符，不是孟子特別提出的新主張。

3. 顯親

人子出處之道謹慎合宜，不辱父母亦是孝順的方式，《孝經》首章指出揚名顯親是孝道的極致，此是後世文士讀書致仕求取功名常見的名句。〈開宗明義〉曰：

身體髮膚，受之於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知識分子讀書致仕，兼善天下是最高的理想，立德、立言、立功更可留名後世，此人生目的與孝道合一，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色之一。

孝不僅是人倫之本，也是一切德行的根本，孔子言「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此以孝為做人的基礎，孟子更明白指出孝是人天生應具的良能，「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人若不孝，與禽獸無異。

(三)兄友弟恭
兄弟相處之道在經籍中時與對父母的孝並列，如孔子言：「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孝悌是人之本，亦是道德之本，《禮記．鄉飲酒義》言：
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
一個人在家能孝順父母友愛手足，在外做到敬老尊長，基本的人倫完備，始具參與治人的資格，《禮記．冠義》言：

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
既然孝悌是德行的基礎，是以人的聰明才智應知其重要性，透過禮樂教化，孝悌善德更能深化普及。《孟子．離婁上》曰：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
儒家禮樂之教的目的即是透過形式與藝術內容，惇惇教化百姓，趨向成德之人的過程。

「悌」是兄弟相處的方法，《論語．為政》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又《論語．子路》言：「兄弟怡怡。」可見兄弟相處以和樂為主，但是兄與弟相互對待方的式不盡相同。《禮記．禮運》言：「兄良、弟弟(悌)」此與《左傳》所言「兄友、弟共(恭)」
、「兄愛、弟敬」
是相同的意義，《左傳》更進一步說明其間差異是「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由上引述經書所載，可以推出兩層意義：人子愛親，是人之天性，愛及同胞骨肉，亦是人之天性，是以孝悌之道為人之本也，如只講求孝而手足相爭，則家庭和諧不可得，遑論其他。第二層意義：兄弟之間相互對待的方式以「友愛兄弟」言之，是簡要的說法，實則生年有先後，地位亦不同，處兄之位，應友愛弟幼；處弟之位應敬重兄長。兄弟相處，長幼有序，亦即有尊卑之分，大小之別。

（四）朋友有信
論朋友之道宜先說明與何種朋友交往，其次是朋友相處之道。在《論語》、《孟子》中認為朋友宜擇取益友，益友對個人的德行、學問皆有所助益，如：

《論語．季氏》：「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也。」
《孟子．萬章下》：「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論語．子罕》：「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論語．子罕》：「毋交不如己者，過則無憚改。」

《論語．季氏》：「益者三樂，……樂節禮，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

上文說明孔子、孟子皆主張宜選擇在德行或知識上對自己有所助益的人為友。至於朋友相處之道，則以恪守信用為主，相互責善以進德修業，例如：

《論語．學而》：「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論語．顏淵》：「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論語．子路》：「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在《易經》中也可見類似的意見，如〈兌卦〉言：「君子以朋友講習。」孟子更進一步認為朋友可以相互砥礪，有責善之責，所謂「責善，朋友之道也」
，至於交友可交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更可以與古人為友
，朋友的意義廣泛，凡是德行上於我有所助益，不分古今，皆可為友，對交友的態度甚是積極。
（五）君臣有義
君臣關係在人倫中佔有重要地位當是後起的，《論語》中語及國君者數處，以〈微子〉篇「子路曰」一段為最著名，內容為「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又〈學而〉篇中子夏言「事君能致其身」，此指臣對君應竭己之力以盡忠。

《孟子．離婁下》尚有一段強調國君應重視臣下，認為君臣相處的態度是相對的，臣下對國君並非絕對的犧牲與服從：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書中論及國君最著名的是誅獨夫一段，語見〈梁惠王下〉，節錄如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這一段是歷來論君臣關係極富革命精神的一段，但是這樣的精神在歷史上並不多見。
君臣關係是先秦儒家理想與後世政治現實差異最大之處，孔子、孟子的君臣之道不是絕對的服從。孔子告訴子路事君之道是「勿欺而犯之」
 ，並未直接回答以「忠」事君 
。就「君臣有義」而言，值得效忠的國君是以「君使臣以禮」為前題，事君之道與事父母之道不同，父母子女之間有血緣關係，無法以政治手段割裂，但是君臣關係只是在政治社會環境中不得已的上下關係，理想狀態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臣之道並非臣下單向為國君效命，而是相對的關係。孟子在〈告子下〉中記載：
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
句中「相接」有重要的意義，相互以義相處，是理想的君臣之道，是原始儒家在政治思想中極為發人深醒的部分。孟子誅獨夫的政治觀，否定了君權的絕對正當性及至高無上的地位，衡諸歷史，實是在意義上提升了人的價值。

漢代以後，主張三綱的儒者日多
，君臣關係理論上亦演化為絕對的上下關係，位列五倫之首，且從原來主張和諧的仁義關係轉趨臣下、百姓單向忠於國君，是後來儒家五倫思想改變最多的一倫。

三、五倫的影響
五倫是自先秦以來逐漸發展完成的道德規範與實踐細則，透過歷史事實的檢驗，可以了解儒家倫理觀在實踐過程中顯示的意義以及出現的流弊。
五倫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可以從正負兩面來討論。優點有二：一是以血緣為主的倫理關係構成和諧社會的基礎；其二是強大的內聚力量維繫中國的傳統文化。缺點則是：一、面對新時代的人際關係有所不足，如「我」與五倫以外其他人的相處之道；其二是「小我」的生命價值不得彰顯。以下分項敘述。

優點：

(一)以血緣為主的倫理關係構成和諧社會的基礎
中國倫理思想對社會的正面影響，是論述中國文化與傳統的優點時最為人稱頌的。五倫的架構在尊卑差異的人際關係中，每個人與他人有相互對應的身分與地位，每個人自幼的教化環境培養謹守本分不踰越，做到德行上的要求，此是達成和諧社會的主要因素。
五倫關係在家族中除了人與人之間有明確的相對地位外，同時也是權利與義務區分的根據。倫理上的地位同時也是繼承權的次序，由於是眾所公認的先後次序，在繼承權位及財產時，如果能平和而不爭奪，當是接受或認同倫理次序使然，因此，家庭倫理與宗法制度結合，是維繫社會、國家和諧的一大因素。
倫理關係正面的擴展，如敬老尊賢、慈愛婦幼弱小，社會得以趨向和樂，的確對善良風俗有所助益。應用在現代生活及工作環境中，由於傳統倫理上謹守大小次序、尊卑先後，於是尊重勞資關係、職等差異，以及年紀、年資的差別，在職場中可以減少爭奪糾紛。

(二)強大的內聚力量維繫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國人的家族觀，是一龐大而完整的體系，五倫中的關係是相對關係，有上下、先後、大小、尊卑的差異，不是完全平等的關係
，由於農業社會需要大量人力，家族凝聚團結，分工互助是保持群體生命的重要條件。而傳統技藝、特殊行業(如醫卜之類)父子相傳，後生雖無決定職業的自由，對技術的傳承改進，卻延續有功。再者，團結的家族或族群在面對天災人禍時，藉眾人之力較能超越外在的困境，「大我」可以展現維護「小我」的力量。
由於家族以血緣為基礎，倫理的規範促使有血緣關係的人在重要事件時（如婚、喪、祭祀），透過完整的禮儀制度，眾人無論近親、遠親、姻親都依禮制群聚，儀式聯繫了所有相關的親人，這是中國社會重要的傳統文化。又由於血緣關係，中國人發展出家譜、族譜的文化，此亦是自人倫觀發展出的重要文化資產。
缺點：

(一)面對新時代的人際關係有所不足
在古代，社會的結構不若現今複雜，農業社會的環境較易於實踐五倫的道德規範，但是在現代人口眾多的城鎮，人際關係在個人與親屬關係上較以往簡約，與社會不同團體或個人的接觸日多，甚至地域與國家的疆界不再難以跨越，人與世界的聯繫日趨頻繁，每個人除了五倫的人際關係外，尚有主管與屬下、師生的關係，以及可能與其他無數的「他人」有共處的機會。這類的他人，實際上是生活環境中的絕大多數，每個人須與他人相處的情境難以遍舉，如公共場所所遇之人、共同使用道路的人、共同使用網路之人……，面對新時代的社會，群已關係需要重新定位，同時也需要新的道德規範。
傳統儒家主張人的德行不限於五倫之內，「禮」、「仁」、「恕」、「義」等美德是做人的通則，也是態度與方法，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對中國人影響最巨者實是五倫的人倫觀，因此在五倫之外，我與他人的相處之道宜重新思考，另外尋求新的規範與價值觀，以新的道德自律，而無須依恃法律條令來約束限制。
(二)「小我」的生命價值不得彰顯
儒家的五倫，至漢代演進為三綱六紀 
，此學說引天地陰陽為類比，相對關係演化為上下、尊卑、主從的關係。相對的倫理觀原是要求每一個個人(individual) 皆有相對的待人之道，但是倫理關係實質改變後，居於卑下的一方成為服從者，再輔以政治勢力、禮制、刑法手段，和諧的倫理觀在特殊的情形下只是表象，因為弱勢的一方唯有屈從以求生存。

就國家、社會的立場而言，後世強化了「大我」的價值，忽視「小我」的存在，且所謂的「大我」有時僅是帝王的利益，以犧牲百姓的福祉來構築皇帝一家的權勢，或是強勢的「大我」壓抑地位低下的「小我」，此社會政治現實，在歷史上重複出現。在政治史上，當政權爭奪或是皇權遭受質疑與威脅時，無數個小我因親屬關係而連坐者，在史上並非少見，嚴酷的政治現實對人性的傷害不可謂不大 
。緊密的人倫社會反而是政治的受害者。
就家族倫理關係論，原是以和諧為目的的人倫社會，卻在上下尊卑的關係中，以及宗法禮制的籠罩下，個人的生命價值、意義無法操之在我，幸運者須待地位提昇之後始得重新掌握自主權，此亦是倫理觀負面的發展。

生命的意義是每一個個人，每一個「小我」都是無價的。如果「小我」生命中重要的選擇、決定、行動等事項的決定權皆不在己，實是可悲的事實
。 討論中國倫理思想時，學者從歷史上政治勢力的影響來省察，提出儒學控制了人民，或是屈從於政治現實，認為倫理只剩下宰制壓迫的形式 
，從歷史的發展而言，確實有其道理。

四、五倫思想中的人我關係
錢穆在〈中國人的性格〉一文中指出：
中國人講人，不重在講個別的人，而更重在講人倫。人倫是人與人相處有一共同關係的。要能與人相處，纔各成其為人。若人與人過份分別了，便就無人倫。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人際關係，是古今中外共有的情形，然而中國人重視家族與上下尊卑關係，五倫成為中國人倫理觀的重要特色。在了解五倫的內涵之後，本文進一步討論五倫中的人我關係，可更清楚理解中國人的性格特質。

（一）自我、我與他人
「自我」是西方心理學與哲學討論的主題，即主體。本文中「自我」一詞取自英文self、ego(法文moi或ego) 的翻譯。在心理學上是一個廣泛使用的名詞，指人精神活動的根源。「自我」是行動發源處，「自我」也可以是指心理層面，此心理層面不全受外在的影響。

「我」是思想、說話、行為的主體，亦是指第一人稱的主體。
在人我關係中，「我」是指做為行動、思考主體的我；「他人」(other ，法文的autrui)是指我以外其他的人，「我」是身處於五倫關係之中，也身處於各種團體、社會、國家乃至於世界之中，「我」以外的人，相對於「我」而言，即是「他人」，以現今世界觀而言，「他人」應包含這世上未來的人，如環境與自然生態保育工作即是替未來的人與整體自然世界著想。

儒家思想重視家族生命的存續與秩序，兼顧人性愛有親疏遠近的事實，因此五倫的倫理觀對人與人相互關係的界定，與在德行上的要求實際可行而不空洞，此所以五倫對維繫家庭生命於不墜，關照人類基本的生活層面有其貢獻。
倫理關係自家庭出發，而後君臣關係又重於其他的社會關係，是歷史發展的事實。先秦諸子對人我關係的主張各有不同，如法家不強調家庭人倫關係，墨子主張兼愛，無論親疏遠近一視同仁，皆難以深入中國社會。儒家對人際關係的體認較符合人性，與人相處親愛敬重是由家人出發，君臣關係的建立在家族之後，而後君臣上下關係(包含國家與個人的關係)強調位高與勢尊的一方，因此「小我」(個人)的價值低於「大我」，當小我與大我衝突時，大我為重，小我為輕。

(二)中國人的自我
中國人在性格上是較為含蓄的民族，在語法中以第一人稱為主詞的句子多可以省去主詞，第一人稱的主格、所有格、受格亦無明顯的區分，「我」、「吾」、「余」、「予」可以是「我」或「我的」，第一人稱亦無單複數之分
 。不獨古代漢語如此，在現代漢語中，尤其是書寫語言，第一人稱多數可以用單數的形式來表達，如「我方」、「我國」等。中國的語言並不強調凸顯單獨的個人，團體反是較受重視的位格，單獨的個人實際上與所屬的團體合而為一，融入大我之中。
在西洋哲學中「我」與「他人」是相對的，歷史上君臣、父子、夫婦、男女、主僕的地位亦有尊卑的差異，但近代由於政治結構以及社會型態的改變，個人的主體性開始受到重視。除了上舉的相對關係外，凡「我」以外的個人即是「他人」，所有的人皆有同等的地位，都是眾人中的一人。每一個人都是同等分量的個人，重視自我不等於排斥他人，重視自我、尊重自我的同時，尋求與他人和諧的關係，亦是一種積極的態度。
從中國與西方對「我」與「他人」的觀點來看，中國人對人的觀念不往「個人」方向發展，在重視倫理的大環境中，「我」是與他人處於相對關係的「我」，我是子，也可能是子又是父；可能是兄，是弟；可能是主管，也是屬下。不論年齡、身分、地位，「我」同時具有五倫理關係中相對的數種身分，相對身分在家族與宗法社會中極具意義，每一個人在家族中相對的稱謂可看出親疏遠近，同時代表不同的地位以及責任、義務、權利。
葉啟政在《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中認為，在中國五倫的社會是以「父子」關係為主，其餘實是上下主從關係，有如下的特色：
社會秩序向賴「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與朋友」的五倫來維繫。基本上，中國人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以「父子」為主軸的倫理上。縱然是「朋友」也必要序長幼，更不用談君臣、父子、夫婦與兄弟了。這種以血緣與地緣為中心而擴展出來的社會關係，基本上是具濃厚權威性格，強調的是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式的上下服從。

中國人的人格特質亦是心理學研究的課題之一，楊中芳、高尚仁《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中提出：
一個人並不一定要將自己與別人的界線劃在個人的身體實體的邊緣。一個人可以將自己擴大到包括某一些特別的「別人」。最明顯的例子是許多人將自己的妻子及孩子看作和自己一樣，是自己的延伸，他們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他可以代他們發言、承諾，甚至於思想。……在中國社會裡「社會」固然也是「個人」的組合，但是內裡各個「個人」卻不是完全獨立的。每一個「個人」都有一個無形的關係網使他與「社會」中部分其他人有不同緊密程度的關連。「個人」必須依在這個關係網絡中，對自己他人所背負的責任及義務來行事。

五倫關係是中國族群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社會關係網絡，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建立自我。「我」在家族中依宗法地位與他人有尊卑上下的關係，在社會國家中除了君臣關係，尚有官位高低、官民之分，由於人倫關係重於單獨的個人，個人的主體性不明顯亦無須強調，我的主體性需呼應、配合、尊從他人的主體性，這樣的主體性可視為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
然而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是由封閉趨向開放，人際關係亦由簡趨繁，中國社會的倫理特質經過兩千年的實踐後，在現代社會如何應用，值得討論。

五、五倫以外的人我關係

（一）五倫以外的「他人」
在農業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多是在一定的範圍內，每個人是生活在熟識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多不出五倫的範圍，五倫關係以外的「他人」未構成道德上的難題。

現代生活不同於以往，由於生活範圍不斷的擴大，生活型態改變，加之知識與科技進步，新時代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道德與倫理上亦產生新的難題，是以需要尋求共同認可而合理的解決方法。就人際關係而言，現代生活與傳統社會最大的差異是五倫以外「他人」的出現，「他人」在日常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分量。現代人生活的範圍比古人寬廣，生活場域迅速擴大，世界各個角落可以容易相互往來，在開放的社會與開放的世界中，人與人接觸的機會頻繁，相互影響的層面擴大，如生活中需面對各種專業人員、諮詢機構、網路世界中不可見的對象……。每個人不只是自己國家的公民，同時也是世界公民，每一個人是自己，同時也是社會中的一個「他人」。

新時代面對新的情境，為追求大環境的和諧與秩序，「我」與「他人」的關係，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二）新倫理的建立
現代人所面對的人我關係較古人複雜且多樣，生活情境已非古人所能預見，傳統的人倫道德已無法有所規範，是以新時代需建立新的道德以因應。曾有學者針對「群己」關係提出第六倫以解決社會問題
，其時曾引起廣泛討論，而後相關討論逐漸沉寂。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新倫理的建立無須與儒家的傳統脫節，可以進一步發揮「仁」、「禮」、「義」、「忠」、「恕」等德行
，以符合新時代的需求。儒家對道德的主張雖然主要是建立在五倫的範圍之內，五倫以外普遍的德行並非全不重視，但不如五倫已成為中國社會的特質。儒家也有世界大同的理想，如《禮記‧禮運》篇提出大同世界的遠景，與宗教主張博愛的情操相近，這是儒家理想的極致，實際上傳統社會多是實踐「親親、尊尊」、「愛有等差」的倫理觀，大同世界未真正實現過。

儒家的善德是以「仁」為中心，「仁」的精神是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不爭，欲達此境界，落實的方法是「禮」、「義」、「忠」、「恕」等。「仁」可謂之為體，其餘諸項則是用，這些德行用之於今日並無不當。以淺近語言說明，則是處在現代社會中，吾人行為的對象無論是可見不可見者，皆應合理、合情、合宜的去對待，「他人」應是公平、公正對待的對象，或是受到尊重與關懷的對象。此所謂的公平、公正，即是不再以「親親、尊尊」、「愛有等差」為唯一衡量的標準，而是尊重所有的個人，每一個人在起始點(包括教育、考試、就業、政治、經濟、公共領域及財產的使用……)有公平與公正的機會
，此是對個人自由的選擇權、參與權的保障。至於弱勢者，則以社會關懷補足
。如能落實在生活中，則和諧的社會並非不可期待。
六、五倫思想互為主體性在倫理學上的意義
（一）主體性的意義
「主體性」是心理學與哲學常使用的術語，在哲學上討論主體的行為時，心理的活動或是意識的活動居於重要的地位，職是之故，主體性也就是強調心理主體的這一部分，這也是行動的根源－自我。人是一個有意識而自由的主體，生活在群體之中，同時是一個倫理的(或道德的)主體，是社會的一個個人，同時也是國家的一個國民、世界公民。

當個人的行為是自己獨立思考後的實踐，此主體性思考使得行為有內涵與意義，因為「自我」的意志與願望、理想，可以經由實踐的行動中實現。在個人的主體性能夠得到伸展的環境中，個人的「自我」得以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個人的意志亦能得到尊重，在此情形下，一個獨立自主的主體，較易體認「我」之為「我」的意義，以及我之外的每一個「他人」的意義，「他人」也同樣是一個獨立的主體。

(二)互為主體性的意義
人生的現實是人自有生命起即需依賴他人（或家庭）的扶持，而後成為社會國家的一分子。遺世獨立並非人生常態，此即莊子所說生而為人有兩種情境是不可逃的，一是父母子女的親情；一是社會國家與個人，所謂君臣之義 
。此是人生的實情，每個人來自家庭，即有血緣親屬，生活於族群、社會中，即不易脫離五倫的人際關係，因此，與他人和諧相處，是人生重要的課題。
就獨立的「個人」而言，每個「個人」的行為與思想無論是內在的心理活動，或是展現在外的行為，都是出於心理活動。一個思想主體的思考方式，除了個人自覺，更重要的是成長環境中來自親人與師長的教誨、薰陶，以及社會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因此「個人」雖然是行為主體，但是每一個人都是處於某一位置(position)的個人，同時也不是一個本質上統一的個人(a unified person)。
傳統中國人的社會強調五倫關係，中國人的主體性可稱之為「互為主體性」，此「互為主體性」是表現在五倫的人際關係中。個人行為需實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相對位置( 地位、尊卑、大小等)的思考模式。一個人完成行為的過程，是經過思考、選擇、決定、實踐的次序，在五倫關係中，相對關係的「他人」成為個人考量的重要因素，個人的意志、思考以及價值觀的確立是在五倫關係裡運作，個人無法脫離五倫關係做全然獨立自我的抉擇去實踐生命的意義，於是個人是一個全然不自由的主體。
「互為主體性」從負面的角度論，是個人的生命意義在實踐「大我」或是相對的關係的生命意義，但是「互為主體性」亦有其正面的意義。人性的善，其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項是「去私」，人能去除個人私心，始能與他人和諧相處，他人存在是事實，他人的主體與生命意義不可忽視，亦當受到尊重。五倫的意義在體認每個人皆有相對於我的主體，人無法獨立生存，在有恩情的生命歷程裡，有責任與義務顧及他人，「互為主體性」正面的發展不鼓勵自私，不自我膨脹，「我」需考慮與我有關係的人，在五倫的歷史背景與日常生活的實踐下，中國人習於置個人於相對關係之中。是以自五倫關係往外推展，重視他人存在的意義，去除尊卑上下地位的差異，將更易於實踐尊重他人的主體性。
結 語
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人與人之間有差異也有共通性，也有其生活的範圍，如家庭、社會、國家，同屬一個文化體系中的人，其共通性必然比不同文化體系的多。每個民族的倫理觀各有特色，也是形成社會特質的重要因素。五倫思想在中國人的實踐法則中，相當於基本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規範，其影響不只是知識分子而已，而是普遍的中國人，五倫是家庭教育的原則，同時也是政治與社會結構的根本。

本文從五倫的人際關係來討論中國人的互為主體性，結語部分以提出以五倫中最基本的孝為人際關係的基礎，以建立生命最基本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然後推而廣之，以尊重與關懷做為與他人相處的基本態度。

(一)孝道是倫理也是基本價值觀
人子與父母的關係是每個人最初的人際關係，也是最重要的血緣關係。人子自初生至成長是在父母呵護中長大，是人一生中充滿關愛與溫情的時候，父母對子女的愛是天經地義，子女對父母的愛與孝，亦是自然的親情與回應。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是其他關係無法比擬、無法取代的。傳統倫理中，雖然是講求父(母)慈子孝，在行為實踐上實是強調子女對父母的孝順。

在道德上有自律與他律之分，自律的道德無論是天生抑或是後天形成的道德，當其內化為人的一部分，成為人天生或後天的善性時，皆對追求美德的人生有所助益。自律的道德與和諧而有秩序的社會之間有密切的關聯，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色在家族與社會的和諧，此是五倫教化的功效。當社會型態改變、家庭結構縮減後，五倫對現代中國人的影響已遠不及傳統社會，幸而孝道仍是現今重視的家庭倫理。

儒家認為孝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其他德行的基礎，儒家入世思想從孝出發，開展為人生的價值系統，因為孝，每個人在行為舉止上首先不傷害自己，亦不做有辱父母的事，進而成就自己，榮耀父母。現今重視孝道，亦是出自對父母的愛，愛父母而重視自己生命安危，關愛父母亦盡孝養之責。現代人的孝道與古人不同之處在於實踐自我生命理想時保有個人的主體性，愛父母，但不否定自我，是合情合理的孝順
。為人子女能發揮自己的潛能，走向實踐自我的理想，亦是不辱父母。父母子女間的親情是其他人際關係無法取代的，為人子女保有發自人性根源的親愛之情，視孝順為人生重要職責之一，則此生命態度可擴充人性的善，從關愛父母、親人出發，以善心對待朋友、他人，則孝道可以正面影響人與人相處的態度。

如此，孝道做為人生最基本的德行，可以是人生重要價值觀與行為規範。

(二)尊重與關懷
儒家思想主張君子要有自省的能力，每個人反求諸己，能從自己出發，自渡渡人，推己及人，即可擴充關懷的層面。孔子強調人的德行應重視「仁」與「禮」這兩大原則，從實踐範圍上推廣，可以涵蓋所有的善德，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言：
這在孔子書裡特別提出的仁與禮兩字，即包括了此一切。仁是人類內在共通之一般真情與善意，禮是人類相互間恰好的一種節限與文飾。政治社會上一切制度便要把握此人類內在共通之真情而建立於種種相互間恰好之節限與文飾上。

「仁」與「禮」用現代語言說明，即是強調尊重與關懷。尊重是講道理，以禮待人；關愛是愛人，仁心的發揮。尊重與關懷可有兩種功效，首先，當尊重與關懷能落實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實踐的德行，可以提昇社會的品質。其二，在傳統倫理社會裡，單獨的個體不受重視，以上下關係取代所有應受重視的主體，位居下位或次要地位者缺乏自己的位格，人被工具化，此違反了倫理真理的一面，亦減損了個體生命的意義，是倫理關係負面發展最戕賊個體生命之處。因此肯定自己主體性的同時，亦尊重肯定他人的主體性，是互為主體性更具價值之處。落實互為主體性的倫理觀，社會更具包容能力，每一個獨立的個人更能開顯其生命價值。

儒家思想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即標示出儒家的特色，思想的內涵必需與時代相應，儒家重視實踐之知，人倫的道德理想是可行的知識，此是儒家思想生生不息的重要特質。孔子曾說出理想社會的遠景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此是動人而溫馨的理想社會
，在和諧的社會中人人各得其所，儒家的理想是擴充人類善良的德行，在自我實踐的過程中完成自我，亦顧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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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ivity in Five Essential Relationships of Confucian Ethics of Virtue

Meei-Hwa Jia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National Hualien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Five essential relationships represent the main theory of Confucian ethics of virtue and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is article, I will try to analyse the subjectivity in five essential relationships of Confucian ethics of virtue based on examing classical works. 

Living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each one has relative positions with others. Relative positions contain simultaneously the different manners of getting along with people, the family and social status, leg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refore, the subjectivity of an individual indicates actually the intersubjectivity. The Confucian ethics of virtue has its merit and defect during being practiced in history. Nowadays, our relations with others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t is justified that Confucian five essential relationships need to adapt to the modern open society.

To conclude from this dissertation, two attitudes toward the modern society are proposed: to treat others with respect and concern, and to assert others’ subjectivity.

Keywords: five essential relationships, 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頁79。


� 見前揭書頁48。


�「龠」字字形從甲骨文及金文而言，與許慎釋形不同，本文不作討論。


� 一、意指規律、次序者，如：《尚書．康誥》「茲殷罰有倫」、《儀禮．既夕禮》「凡絞衿用布，倫如朝服」、《禮記．學記》「大學始教，……此七者，教之大倫也」；二、指倫常一定的法則者，如：《尚書．洪範》「彝倫」、《禮記．文王世子》「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禮記．祭統》「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三、義為人倫者，如《禮記．祭統》「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論語．微子》「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孟子．公孫丑下》「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以上經書見《十三經注疏》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五典」、「五品」以及孔安國注釋中的「五常」皆是一詞多義，在經書注疏中尚有與人倫無關者，此從略。


� 五典在經書中數見，《尚書．舜典》所載當是源頭。


� 此例在經書中是孤例。


� 在家庭之中，每個人都有多種身分，身為父親者，可能同時是子、是兄又是弟(女則是母、女、姊、妹)，所謂「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應是對每一種相對的身分而言。


�《易經》家人卦載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亦是以家庭為天下和諧的基礎。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 孔穎達《正義》與朱熹《集註》皆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解釋「人倫」。


� 如《說文解字‧敘》言文字是由黃帝之史倉頡所造。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 語見《論語．為政》。


� 語見《論語．學而》。


� 關於「婦」字，經書中所見有四義：一為女子之通稱，如《儀禮．喪服》言：「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穀梁傳》隱公二年言：「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內容雷同。其二，為媳婦之義，《爾雅．釋親》載「子之妻為婦」，如《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言「姑慈而從，婦聽而婉」即是此義。《禮記》中作此義之「婦」亦多。其三，夫婦之「婦」指人之妻，經籍中「夫婦」之「婦」可自上下文觀之多為此義。其四，「婦」與他字合組為專有名詞，如「世婦」、「命婦」、「介婦」、「冢婦」之類，《禮記》中多見，此不一一舉例。


    至於妻子之稱，《禮記》 (如〈曲禮下〉、〈昏義〉)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之妻皆有不同的專名，本文「妻子」取其通義，「夫婦」即指「夫妻」，妻子部分亦僅論及正室，一夫多偶的情形不作討論。


� 《禮記．禮運》言：「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


� 此所言「婦聽」之「婦」指妻子，與註14《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之「婦聽」不同。


� 如孔子曾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語見《論語‧里仁》。


� 《白虎通‧嫁娶篇》更明白的說：「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可憐妻子須等到丈夫「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紀者，義絕乃去」，妻子地位之低落可見一般。


� 《禮記．郊特牲》指出「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之以夫齒」。


    女性在宗法中的地位，亦是可以了解傳統婚姻中女性的角色的一個方向，非本文討論範圍，此從略。


� 《禮記．禮運》言十義之中另有「夫義、婦聽」、《左傳》隱公三年有「君義、臣行」與「父慈」並列。


�《論語》中曾記載孔子對兒子的教育方式，是陳亢與伯魚對話之後說明孔子的方法有三，其中一事即是「聞君子遠其子也」，語見《論語．季氏》。此外《孟子．離婁上》公孫丑問孟子君子何以不教子時，孟子回答「勢不宜也」，因為「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上引二段是二書中較明確說明父親對待子女方式的部分。


� 關於孝道的各種儀節細目，《儀禮》、《禮記》可參閱的篇目不少，《禮記．祭義》曾子論述孝的部分亦甚詳盡，本文不細述。


� 〈祭義〉記曾子言孝分三個層次，大孝是尊親，其次是不辱，其下養親。本文孝分三項，與此略有出入。


� 孟子則以為「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對此有進一步的說明，語見〈離婁下〉。


� 語見《論語．學而》。


� 語見《孟子．盡心上》。


� 語見《論語．學而》。


� 《尚書．周書》亦有「惟孝，友于兄弟」一語。


� 語見《左傳》文公十八年。


� 語見《左傳》隱公三年、昭公二十六年。


� 語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 語見《孟子．離婁下》，《論語‧里仁》亦言「朋友數，斯疏矣」，提醒朋友之間宜相互責善，但需適可而止，〈學而〉篇亦有「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一段，語意相同。


� 見《孟子．萬章下》。


� 見《論語．憲問》。


�《論語》中有「事君能致其身」一語，此是出於子夏，非孔子所說。見《論語．學而》。


� 見《論語．八佾》。


� 三綱的內容是「君臣、父子、夫婦」。


� 即使是朋友之道，亦有敬長的習俗。


� 《白虎通•三綱六紀》，另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篇》論及三綱。


�  對國君深痛的體認，明顯載之於書的，可以《明夷待訪錄》為例，黃宗羲言：「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 此可從君臣、貴族平民、父子、夫婦、婆媳、主僕的角度來探討，但非本文主題，從略。


� 陳勁松〈儒學社會的治亂興衰：一種精神的限制〉一文認為儒學發展成為以控制人民為目的。《浙江學刊》(1999年第一期)。


林安梧認為因為君的觀念「使得血緣性的自然連結充滿了宰制的氣息，原本所注重的倫理親情，此時便空而一無所有只剩下一宰制的迫壓形式」。文章見〈論「道之錯置」-對比於西方文化下中國文化宰制類型的一個分析〉《鵝湖月刊》(臺北，1992年2月)頁35。在《儒學與中國傳統社會之哲學省察》書中指出由於政治宰制的關係，中國傳統的倫理由「自律型之慎獨倫理」異化為「他律型的順服倫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頁146。


�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頁23。


� 生態保育觀念非始於近代，古書中亦可見，如《孟子》書中言「數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


� 孟子的義利之辨是例子。此在《孟子》書中多次言及，如〈梁惠王上〉、〈公孫丑下〉、〈滕文公下〉等。


� 譚全基《古代漢語基礎》言「除了”余”、”予”沒有發現可表多數的例子外，一般地說古代漢語的人稱代詞，不管是第一、二、三人稱，都沒有單數、複數之分。它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都可以表示多數。」（臺北，源流出版社，1983年）頁91及頁99。


� 葉啟政《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頁229至230。


� 楊中芳、高尚仁《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臺北，遠流圖書公司，1991年)頁98至100。


� 此是胡塞爾用語，馮契主編的《哲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譯為「主體際性」，頁415。


� 李國鼎在中國社會學社年會中提出第六倫，文章見《聯合報》，1981年3月28日。此後討論第六倫的論文有數篇，如李國鼎在《財政經濟月刊》發表〈經濟發展與倫理建設-第六倫的倡立與國家現代化〉(1981年6月)頁2至4。另外鄭正博發表〈從第六倫談公正原則〉《鵝湖月刊》(1981年5月)頁21至24。又楊允元發表〈要建立第六倫嗎？還是要提倡公德、恕道與時代精神？〉《中國文化月刊》(1981年8月)頁75至81。


� 關於「仁」、「禮」、「義」、「忠」、「恕」等道德條目，學者釋義已多，本文不再討論。


� 關於公平、公正理論可參考John RAWLS 所著A Theory of Justice (台北，雙葉，1979)，書中提出兩種正義原則，主張公民自由、均等的自由以及利己與利他的社會。


� 結語部分將再言及此一部分。


� 語見《莊子‧人間世》。


� 在《論語》中孔子論孝曾說及「無違」，此當是回答樊遲時強論對父母宜順其心意。《孔子家語‧六本》載孔子亦曾說過「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一語，認為為人子女不可一味孝順而陷父母於不義。這段文字《後漢書》以下史書中多見引用，可知孝順亦應思考方式是否合理，不合情理的孝順方式不是真正的孝。本文以此引申孝道亦應顧及人子立場，以合情合理為宜。


�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頁132，引文中「此一切」包括政治、社會制度及文學藝術。(臺北，正中書局，1951年)


� 語見《論語‧公冶長》。


� 《禮記‧禮運》中的理想世界更為詳盡，此不贅述。






